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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中他人感知的员工工作−家庭冲突： 

刻板印象视角* 

金杨华  陈世伟  朱  玥  谢江佩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以往研究发现工作场所中他人感知的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工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但相关研

究处于起步阶段。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从刻板印象理论出发, 提出可能影响他人感知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

工作、家庭相关因素; 采用能力−热情维度框架探讨他人感知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机制及其结果。今后

研究可在整合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和刻板印象理论的基础上, 对他人感知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形成及人际效

用机制等方面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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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学界对工作、家庭间关系有了更为

完善的认识 , 指出两个角色领域间同时存在积

极、消极关系(Casper et al., 2018)。但是多数企业

依旧希望自己的员工是所谓的“理想员工” (指那

些不被家庭责任所束缚的员工), 将家庭角色视为

员工工作角色履行过程中的主要障碍(Bourdeau 

et al., 2019; Dumas & Sanchez-Burks, 2015)。特别

是, 在不少企业和管理者眼中, “女性”“二胎”“照

顾家庭”等特征意味着家庭对工作的干扰 , 代表

着该员工不适合这份工作的信号。这种知觉偏见

常常无意识地影响着企业的选拔、招聘、绩效评

估等管理决策 (Hoobler et al., 2009; Li et al., 

2017)。显然, 工作−家庭冲突不仅是员工个人体验

问题, 也具人际知觉意义, 即作为重要的人际知

觉线索影响领导与同事对目标员工的人际判断与

行为。 

起初,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员工自我报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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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庭冲突对自身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相关文献

综述见: Casper et al., 2018; French et al., 2018)。随

着研究的深入, 传统自我报告研究范式开始受到

诸如过度依赖横截面数据、缺少三角验证等批评, 

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如观察者视角 )进行补充

(Casper et al., 2007)。与此同时, 随着科技发展, 

员工个人生活与工作趋向整合, 为观察者视角研

究工作−家庭冲突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 通过社

交媒体等渠道, 越来越多的员工家庭信息呈现在

领导和同事面前(Rodell & Lynch, 2016); 另一方

面, 移动办公设备的使用也使得工作、家庭领域

界限日趋模糊、相互渗透较高。这导致员工工作−

家庭关系状态开始变得透明, 能够被工作场所中

他人所观察和感知。 

那么 , 工作场所他人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

的感知(以下简称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会受

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作用于工作领域结果? 一

些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例如：Hoobler

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 , 领导倾向于预期女性员

工存在较高水平的家庭对工作冲突, 判断她们较

难完成组织和岗位的要求, 进而给予女性员工较

少的职业晋升机会。Li 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 当

领导感知到员工存在较高的工作对家庭冲突或家

庭对工作冲突时, 会给予其较低的绩效评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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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证研究结果揭示了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

对工作场所人际知觉和人际互动的重要影响。然

而, 当前相关领域研究数量较少, 也缺乏一个系

统、完善的理论框架,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

来研究和管理实践启示。 

鉴于此, 本文将致力于构建一个他人视角理

论模型 , 系统揭示工作−家庭冲突的人际作用机

制。即在整合工作−家庭研究及刻板印象理论基础

上, 探讨工作场所中他人(同事和领导)如何形成

对目标员工工作−家庭冲突感知 , 以及该感知如

何对工作场所人际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理论上, 

工作场所他人视角是对以往个体内视角的有力拓

展和补充, 帮助我们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工作−

家庭冲突的效用机制。实践方面, 他人视角能够

更好地反映当下工作−家庭关系的现实情况 , 即

更多地被他人所观察和感知, 也为企业减少或消

除与工作−家庭冲突有关的歧视、偏见提供管理启

示和建议。 

2  他人感知的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概念大多建立在角色理论基

础之上。角色冲突理论认为个体对不同角色存在

着不同的角色期望和要求, 这些期望在某些方面

的不相容导致角色间冲突产生, 即参与到某一个

角色(工作/家庭)时会使参与另一个角色(家庭/工

作)变得困难(Greenhaus & Beutell, 1985)。根据角

色冲突理论, 工作−家庭冲突应该具备两个方向, 

一个是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ork-to-Family Conflict, 

WFC), 另一个是家庭对工作的冲突 (Family-to- 

Work Conflict, FWC) (Casper et al., 2007)。例如, 

当个体由于加班等原因无法参加家庭活动时, 便

产生了工作对家庭的冲突; 当个体因为照顾家人

而无法完成工作时 , 则表现为家庭对工作的冲

突。研究进一步指出, 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冲

突主要由三个因素所导致：时间、压力和行为特

征(Greenhaus & Beutell, 1985)。基于时间的冲突

体现在, 由于个体的时间、精力有限, 在一个角色

上投入较多, 自然会导致另一个角色上时间投入

降低。基于压力的冲突体现在, 一个领域中所产

生的压力会溢出到另一个领域, 从而导致另一个

领域角色完成困难。基于行为的冲突是指两种角

色行为要求不一致, 当需要在两种角色间进行转

换时, 冲突就会出现。 

工作−家庭冲突的内涵本身意味着其能够在

一些外显维度(如时间分配、职场行为)上体现, 因

而有可能被他人观察(Carlson et al., 2008)。根据个

体知觉相关理论(e.g., Heider, 1958; Jones & Davis, 

1965), 人们通过对他人的外显特征或行为(如工

作−家庭冲突)进行观察, 形成相应的人际判断和

人际行动。特别是, 当聚焦于工作场所时, 有关工

作−家庭冲突的他人知觉显得尤其重要。该重要性

一定程 度建 立在 “ 工作 投 入模式 ” 假 设 (work 

devotion schema)基础上。根据传统的“工作投入模

式”假设 , 企业和领导者通常认为员工工作应该

优先于其他生活内容, 努力工作才是对社会和个

体最有意义的事情(Williams et al., 2016)。他们希

望自己的员工能够长时间投入工作、对工作和企

业具有较高的情感卷入、不被家庭责任所束缚等。

那些能够满足预期的员工将被视为“理想员工”, 

而不能满足的员工通常面对消极的职场结果(如

较低的绩效评价、较少的晋升可能性)。因此, 在

“工作投入模式”框架下 , 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特

征或行为是工作场所中他人判断员工是否为“理

想员工”的重要信息线索 , 具有重要的人际影响

意义。 

如前所述 , 当前有关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的研究较少, 理论并不完善。下面章节中, 我们

在结合个体知觉理论, 特别是刻板印象理论基础

上 , 将系统探讨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

变量和人际结果变量, 以此构建一个更加完善、

系统的工作−家庭冲突人际机制理论模型。 

3  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如何形成 

3.1  员工自我报告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能够在工作场所被观察(Carlson 

et al., 2008)。例如：面临着 FWC 的员工有可能为

了照顾老人或者小孩而提早离开公司, 或者由于

家庭原因拒绝公司出差安排。当领导和同事接收

到这些行为信号时, 就容易对其形成 FWC 判断。

类似地, 面临着 WFC的员工则可能表现为将大量

时间投入到工作角色中 , 如长期出差或者加班 ; 

他人观察到这些行为时, 就有可能会对该员工形

成 WFC 判断。在此逻辑下, 研究者对员工自我报

告的工作−家庭冲突与领导感知工作−家庭冲突间

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 Carlson 等人(2008)

的研究发现员工自我报告的 FWC 与领导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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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C 之间显著相关。Li 等人(2017)则对两个方向

的工作−家庭冲突同时进行了检验 , 发现员工自

我报告的 WFC 和 FWC 分别对领导感知的 WFC

和 FWC 存在显著影响。 

3.2  基于刻板印象机制的前因变量 
另一些学者则在刻板印象理论基础上, 探讨

了员工性别对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根

据刻板印象理论, 人们会依据某些外在特征对个

体进行分类, 并形成有关该群体成员特点和行为

比较固定的观念和想法, 即刻板印象(Cuddy et al., 

2009)。在工作、家庭分工方面, 传统的性别刻板

印象强调“男主外、女主内”, 男性被认为应该表现

出更多与权威特质相一致的职业提升行为, 包括

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因而被认为容易发

生 WFC, 而女性往往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照顾家

人的责任, 花更多时间在家务上, 因而被认为容

易发生 FWC (Hodges & Park, 2013; Shockley et al., 

2017)。 

性别刻板印象理论从信息注意、解释以及回

忆三个环节解释了性别对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的影响(Heilman, 2012)。首先, 刻板印象能够引

导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与刻板印象相一致的

信息上。这意味着, 观察者更有可能注意到男性

员工的 WFC行为, 如较晚离开办公室或者更多的

出差行为等; 相反地, 他们更有可能注意到女性

员工的 FWC行为, 如为了照顾家人提早离开公司, 

或在工作场所接听私人电话等。其次, 这些注意

偏差将进一步强化个体的性别差异信念, 即认为

男性员工存在更高水平的 WFC, 而女性员工存在

更高水平的 FWC。最后, 刻板印象能够影响个体

的信息提取过程。当要求对某位员工的工作−家庭

关系情况进行回忆时, 观察者更有可能回忆起男

性员工的 WFC 相关信息以及女性员工的 FWC 相

关信息。以往研究为上述论述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支持。Hoobler 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 在排除了

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后(婚姻状况、子女数、需要照

顾的老人数 ), 领导依旧对女性员工持有较高的

FWC 判断。 

我们认为, 在刻板印象机制作用下, 其他一

些外显变量, 如家庭结构信息(如婚姻状况、需要

照顾的子女数、老年人情况等)、工作结构特征(如

工作时间、工作负荷、工作自主性等)等也能影响

他人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预期和判断。具体而

言, 某些家庭结构特征, 包括子女数、照顾老人等, 

意味着较强的家庭任务要求, 需要个体投入大量

时间精力到家庭活动中, 被证明能够显著影响个

体的 FWC (Allen & Martin, 2017)。它们间的联结

不仅被研究所支持, 也被社会大众所广泛预期和

接受。特别是, 随着当前新闻媒体的不断宣传, 人

们会无意识地将这些家庭特征与 FWC相联系, 将

具有相同家庭结构特征的员工视为同一群体, 而

FWC 则作为该群体的共同特征。因而, 当领导和

同事察觉到某位员工具有上述特征时, 就可能对

其形成较高的 FWC 判断。此外, 由于社会偏见过

程往往具有自我强化机制(Krieger, 1995), 对于秉

持着 FWC知觉的领导和同事, 他们更有可能知觉

或回忆起目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家庭对工作产生

干扰的特征, 进一步强化对其 FWC 的知觉判断。 

类似地, 在工作结构方面, 那些能够显著提

高员工自我感知 WFC 的因素有可能导致同事对

该员工形成 WFC 判断。例如：研究者提出并证明

了工作时长、工作自主性、工作负荷等因素能够

对员工自我报告的 WFC 产生显著影响(Carvalho 

et al., 2018; Michel et al., 2011)。这些工作结果变

量易被领导和同事所察觉, 同时它们与 WFC间关

系也被社会大众和研究所广泛证明和接受, 因而

有可能通过刻板印象机制对他人感知工作−家庭

冲突产生影响。基于上述论证,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目标员工的家庭结构信息(婚姻状况、

需要照顾的子女数、老年人情况)能够提高工作场

所他人对目标员工的 FWC 感知。 

命题 2：目标员工的工作结构信息(工作时间、

工作负荷、工作自主性)能够提高工作场所他人对

目标员工 WFC 感知。 

我们进一步提出员工性别在家庭结构信息、

工作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当目标员工的家庭任务要求较高时, 

在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下, 领导和同事可能预期女

性会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当中, 

从而照成更高水平的 FWC。而当目标员工工作任

务要求较高时(如工作时间要较长、工作符合较

大、工作自主性较低)时, 领导和同事可能预期男

性会更加努力地满足上述工作要求, 从而产生更

高水平的 WFC。同样地, 这些预期会通过人际知

觉过程中的信息注意、解释以及回忆三个环节进

一步强化。他人更容易关注到女性员工为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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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家庭任务要求而展现出相应的行为, 更有可

能将这些行为解读为一种 FWC表现, 以及更容易

回想起相关信息。男性员工则相反, 领导和同事

更容易注意到他们与高工作任务要求相关的行为, 

将其解读为一种 WFC表现, 也更容易对这些信息

进行回忆。基于上述论述,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员工性别在员工家庭结构信息与他

人感知 FWC间起调节作用, 即对于女性员工而言, 

家庭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 FWC 间关系更强。 

命题 4：员工性别在工作结构信息与他人感

知 WFC 间起调节作用, 即对于男性员工而言, 工

作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 WFC 间关系更强。 

人际知觉过程受被知觉者特征与知觉者特征

的共同影响(Fiske & Neuberg, 1990)。考虑到性别

在工作−家庭冲突效用中的重要性 , 我们提出知

觉 者 的 性 别 平 等 信 念 (gender egalitarianism) 

(Emrich et al., 2004)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低性

别平等信念的个体强调传统性别角色差异, 即认

为男性主要承担家庭经济责任, 女性主要照顾家

庭; 高性别平等信念的个体则较少地遵从传统性

别角色观念, 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具有类似的社

会地位和权威(Emrich et al., 2004)。根据这一逻辑, 

我们提出, 由于在高性别平等信念的领导和同事

眼中, 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家庭角色分工上并无

明显差异, 当观察到目标员工存在较大的家庭任

务要求时 , 会预期男性和女性都需将更多的时

间、精力投入到家庭活动中, 因而判断两者存在

类似的 FWC。当观察到目标员工具有较高的工作

任务要求时, 同样预期男性和女性都会积极应对

工作任务, 因而知觉两者存在类似的 WFC。简而

言之, 性别平等信念降低了员工性别在家庭结构

信息/任务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间

的调节作用强度。 

命题 5：员工性别、家庭结构信息、他人的

性别平等信念对他人感知 FWC 存在三阶交互作

用 , 即对于高性别平等信念者 , 员工性别在家  

庭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 FWC 间的调节作用效果

较弱。 

命题 6：员工性别、工作结构信息、他人的

性别平等信念对他人感知 WFC 存在三阶交互作

用 , 即对于高性别平等信念者 , 员工性别在工  

作结构信息与他人感知 WFC 间的调节作用效果

较弱。 

4  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人际效用
机制 

如前所述, 以往研究主要在“工作投入模式”

框架下对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 , 特别是他人

感知 FWC 的人际效用机制进行探讨。FWC 意味

着员工对家庭投入超过工作投入, 与企业所期望

的“理想员工”形象相违背。因此, 当他人感知到员

工具有较高的 FWC 时, 会对其形成较低的人−职匹

配、人−企匹配判断, 进而降低员工的绩效评价和晋

升可能性(Carlson et al., 2008; Hoobler et al., 2009)。 

“工作投入模式”强调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对员工工作能力判断的影响。然而, 单一能力

维度并不能阐释他人视角工作−家庭冲突的全部

作用机制。例如, Hoyt 和 Murphy (2016)的研究发

现, 当他人观察到女性员工将过多的时间投入到

工作中时, 会降低对该名女性员工温柔、亲和力

等特质的判断(即热情特征), 降低对其喜好度。事

实上, 能力、热情被视为个体对他人进行知觉和

判断最普适的两个维度, 能够共同解释超过 80%

的社会人际知觉和行为(Wojciszke et al., 2016)。即

使在职场环境中, 热情知觉对人际行为和人际结

果也能产生重要影响(Martinez et al., 2016)。这意

味着将能力、热情维度同时纳入研究框架能够帮

助我们进一步揭示和分析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作用于职场结果的机制黑箱, 拓展其他可能的

人际结果。 

4.1  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刻板印象效用 

Fiske 等 人 (2002) 的 刻 板 印 象 内 容 模 型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为我们理解他人

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人际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

基础。该模型以热情和能力为两个基础维度刻画

了人们对其他刻板印象群体的知觉。Fiske 等人

(2002)认为 , 从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 , 当人

们遇到其他个体和群体时, 本能地想要知道他人

的意图和能力情况, 以此帮助自身做出人际互动

决策。热情, 即友善、同情心、善良、真诚等, 反

映了个体对他人意图(友善或敌意)的判断; 能力, 

即技能、效率、自信等, 反映了个体对他人是否

有能力完成意图的判断。SCM 模型进一步指出刻

板印象判断往往来源于两种社会结构关系(Fiske 

et al., 2002; Russell & Fiske, 2008)。热情知觉取决

于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当不同群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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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竞争关系时, 容易对外群体中的个体形成

低热情判断。社会地位则能够影响个体对他人能

力的判断, 高社会地位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资源、

更高的能力。 

另一方面, 工作−家庭相关研究指出, 工作−

家庭关系传递出两种社会角色, 其中家庭角色强

调友善、温柔、人际导向, 但被认为拥有较低的

社会地位; 工作角色强调权力、果敢、自信等特

征 , 但被认为具有较强的竞争性 (Block et al., 

2018; Hodges & Park, 2013)。结合 SCM 模型和工

作−家庭相关研究 , 我们提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

情况下, 他人感知到的 FWC 和 WFC 能够对能力、

热情判断产生影响。首先, 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

知觉负相关。当领导和同事感知到员工过于投入

家庭生活而降低工作投入和承诺时, 会对该员工

形成较低的工作角色特征判断和较低的能力判断; 

该关系已被以往实证研究所支持 (e.g., Hoobler  

et al., 2009; Li et al., 2017)。而对于他人感知 WFC, 

我们认为其与能力知觉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一方

面, 当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外仍然持续工作, 同事

和领导倾向于认为该员工能够将大部分时间、精

力投入工作, 判断其具有较高工作承诺, 即激活

了对“理想员工”的原型知觉, 因而知觉该员工具

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 WFC 能够给员工

带来压力、焦虑等消极情绪, 这些消极情绪分散

员工的注意力和精力, 对工作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Karatepe & Tekinkus, 2006), 因此有可能降低他

人对其工作能力的判断(Li et al., 2017)。鉴于两种

可能的对立机制存在, 我们将他人感知 WFC与能

力判断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问题提出。 

命题 7：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维度感知间存

在负相关。 

研究问题 1：他人感知 WFC 与能力维度感知

间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无相关?  

热情维度方面, 我们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 他人感知 WFC 与热情知觉负相关。当领

导和同事感知到员工过于投入工作而阻碍了家庭

角色履行时, 可能对其形成较低的家庭承诺判断, 

这将降低员工家庭身份的感知及相应的热情维度

判断。以往研究为此论断提供了间接证据。例如：

Cuddy 等人(2004)的研究显示 , 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 有关家庭承诺的信息都能提升他人对其热

情维度的感知, 反之亦然。此外, SCM 指出人际竞

争是导致热情知觉降低的主要原因(Cuddy et al., 

2009; Fiske et al., 2002)。当员工将大量的时间投

入工作甚至牺牲个人家庭生活时, 同事有可能将

此行为解读为该员工为了获取职场内有限资源而

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 由此产生竞争意识进而降

低对其热情维度的判断。对于他人感知 FWC 而言, 

我们认为其与热情维度知觉间关系则并不明确。

一方面, 当工作场所他人观察到目标员工参与家

庭活动或处理家庭事务, 有可能增加其对目标员

工家庭身份(如父母身份)的感知, 判断其具有较

高的家庭承诺 , 增加对目标员工热情维度的判

断。另一方面, FWC 意味着一些可能的消极工作

行为, 如没法按时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 无法为

团队任务做出较大贡献等。这些消极工作行为有

可能对领导、同事的工作绩效结果照成损害(Liang 

et al., 2016), 导致目标员工与领导、同事间关系紧

张, 从而给予其较低的热情评价。因此, 根据现有

理论和研究成果, 我们尚不能对他人感知 FWC与

热情维度间关系做出一个明确推断, 因而作为研

究问题提出。 

命题 8：他人感知 WFC 与热情维度感知间存

在负相关。 

研究问题 2：他人感知 FWC 与热情维度感知

间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无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研究还提示, 员工性别

将在上述关系中起重要调节作用。根据性别角色

理论, 社会大众将男性的社会角色主要定位于工

作 , 其家庭角色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的经济支持 ; 

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定位于家庭, 承担更多照顾

家人、养育子女、处理家务等活动。相对地, 社

会大众会倾向于接受男性将较多时间花在工作上, 

以及由于工作原因而减少家庭活动参与和家庭责

任履行, 而女性员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家庭角色中(Eagly, 1987)。因此, 当男性将更多时

间投入到家庭, 或女性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中

时, 都会被看作是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反性

别刻板印象的行为往往会导致消极评价甚至惩罚

(Akinola et al., 2018; Rudman & Phelan, 2008)。根

据上述逻辑可以推论 , 性别在他人感知工作−家

庭冲突与能力、热情感知间的调节作用。在能力

维度上, 当他人感知到男性员工出现 FWC 时, 领

导和同事有可能认为男性员工在具有较少家庭责

任和压力的前提下, 还表现出家庭对工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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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该名员工具有较低的能力水平。此外, 在

热情维度上, 当女性员工表现出更高的 WFC 时, 

则有可能打破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员工家庭角色的

预期和定位 , 降低他人对其热情维度的感知

(Lyness & Grotto, 2018)。基于上述论述, 我们提出

如下命题： 

命题 9：目标员工性别调节了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维度感知间关系 , 即对于男性员工而言 , 

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维度间的负向关系更强。 

命题 10：目标员工性别调节了他人感知 WFC

与热情维度感知间关系 , 即对于女性员工而言 , 

他人感知 WFC 与热情维度间的负向关系更强。 

最后, 我们提出知觉者的性别平等信念能够

进一步影响目标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 即他人感

知工作−家庭冲突、目标员工性别、领导(同事)性

别平等信念对能力维度感知、热情维度感知存在

三阶交互作用。高性别平等信念的个体认为, 男

性和女性在工作、家庭角色分工上并无明显差异, 

因此较少地将发生 FWC 的男性员工视为一种反

性别刻板印象现象, 使得男性员工与女性员工在

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判断间无明显区别。类似地, 

高性别平等信念的个体较少地将发生 WFC 的女

性员工视为一种反性别刻板印象现象, 使得女性

员工与男性员工在感知 WFC 与热情感知间无明

显区别。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1：员工性别、他人感知 FWC、他人的

性别平等信念对能力维度感知存在三阶交互作用, 

即对于高性别平等信念者, 员工性别在他人感知

FWC 与能力维度感知间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弱。 

命题 12：员工性别、他人感知 WFC、他人的

性别平等信念对热情维度感知存在三阶交互作用, 

即对于高性别平等信念者, 员工性别在他人感知

WFC 与热情维度感知间的调节作用效果较弱。 

4.2  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人际行为结果 

SCM 模型还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预测和拓

展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可能的人际行为结果。

在 SCM 模型的基础上, Cuddy 等人(2007)进一步

提出群间情绪−刻板印象−行为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 BIAS 

Map), 指出能力和热情知觉能够引起不同的行为

倾向。具体而言, 热情是决定个体主动行为的关

键, 当知觉对象为高热情时, 就会采取主动行为

来助长、帮助对方, 而当知觉对象为低热情时, 就

会采取主动行为来伤害、攻击对方。能力维度则

影响了个体被动行为 , 当知觉对象为高能力时 , 

个体对其采取被动助长行为, 如：合作行为; 当知

觉对方为低能力时, 个体对其采取被动伤害行为, 

如：忽视等。不同维度的人际知觉能够导致不同

类型的人际行为(Cuddy et al., 2009)。 

将组织背景下常见的职场人际行为纳入刻板

印 象 理 论 框 架 中 , 选 择 支 持 行 为 (supportive 

behavior) (Zhang et al., 2021)、主动攻击行为

(approach aggression behavior) (Ferris et al., 2016)、

领导力成长(leadership emergence) (Acton et al., 

2019)和职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 (Ferris et 

al., 2016)作为主动助长、主动伤害、被动助长和

被动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支持行为是指他

人为目标员工提供各种类型的帮助, 包括关心、

帮助和意见等(Zhang et al., 2021); 领导力成长是

指他人知觉目标员工具备领导能力, 愿意接受该

员工的意见和想法(Acton et al., 2019)。 

DeRue 等人(2015)指出人际知觉中的能力维

度是员工对他人产生社会影响力, 即领导力, 的

重要知觉基础。这是因为, 高能力的员工往往被

视为具有更多的工作资源(如工作时间、精力等); 

与该类人员进行合作、听从他们的意见将有助于

获得积极的工作绩效结果。最新的一些研究为能

力维度感知与领导力成长间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实

证支持 (e.g., Porath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21)。此外, 较低(高)的能力感知也会导致较高

(低)的职场排斥行为(Ferris et al., 2016)。例如 , 

Martinez 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 , 有癌症史的员

工容易被知觉为低能力者, 因而在应聘过程中接

收到更多的被动伤害行为, 包括较低的工作预期

和较少的电话回复等。 

另一方面, 当他人判断目标员工具有较低(高)

的热情时, 会表现出较低(高)的支持行为以及较

高(低)的主动攻击行为。低热情暗示着该员工更加

关注自己的目标和需求, 较少地对他人的付出和

帮助进行回馈(DeRue et al., 2015); 因此面对低热

情的员工, 他人会较少为其提供帮助和支持, 而

更有可能对其发起主动攻击行为 (Cuddy et al., 

2011)。一些研究也为热情感知与支持行为、职场

主动攻击行为间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e.g., Zhang 

et al., 2021)。 

命题 13：能力感知与领导力成长间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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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理论模型 
注：实线表示变量间存在明确关系, 虚线表示两者关系方向不确定。 

 
与职场排斥间负相关。 

命题 14：热情感知与支持行为间正相关, 与

主动攻击行为间负相关。 

在整合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和刻板印象理论

的基础上 , 我们提出有关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的整合理论模型(见图 1)。 

5  研究总结 

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提出是对传统工

作−家庭冲突研究的拓展和补充 , 有助于全面揭

示工作−家庭关系对员工职场人际结果的影响及

影响机制。虽然一些学者对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

突的前因变量、有效性及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 , 

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是理论构建还

是实证研究都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入。本文指出刻

板印象理论可作为今后他人感知工作−家庭冲突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并在此框架下提出

了可能的影响因素、人际作用机制及作用边界。

未来研究可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方

法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他人感知工

作−家庭冲突测量方面, 研究可在原有工作−家庭

冲突问卷基础上, 结合案例访谈、问卷调查等方

式, 进一步明确合适的测量题项, 提高测量有效

性。未来研究还可以进行跨文化研究, 例如, 对不

同文化下性别平等信念、工作/家庭中心性等文化

因素进行直接测量, 考察它们对各变量间关系的

影响, 以此增强理论模型的文化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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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in the workplace:  
From stereotype perspective 

JIN Yanghua, CHEN Shiwei, ZHU Yue, XIE Jiangp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thers’ (i.e., supervisors and cowork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 outcomes. However, this research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It is unclear how supervisors and coworkers form their perceptions of employee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how these perceptions influence employees’ work outcomes. We add to this line of research by incorporating 

the literature on work-family conflict with that on stereotyping. We propose that an employee’s family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might influence oth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Based on the competence- 

warmth framework, we further argue that oth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may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competence and warmth,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their reactions to the focal employee. Our 

model opens a new avenue for the research into work-family conflict by exploring its interpersonal 

mechanisms and by teasing out the antecedents of oth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perceptions. 

Key words: others’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gender, stereotypes, competence, war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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